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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国家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地域与民族社会*
 

 ——以 “苗疆走廊”为中心 
 

杨志强1 

 

摘要：在当今兴起的区域史研究中，地域·区域文化多样性及特点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然而，

如何看待强大中央集权制下由国家力量对少数民族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地域及族群文化多

样性背后所隐含的普遍性文化表征及因果关系等问题，尚留有诸多有待思考和探索的空间。本文

通过“古苗疆走廊”形成过程的追溯，初步探讨了国家力量、汉族移民及文化对西南边疆地区及

各民族社会带来的冲击；认为明清时代西南边疆地区所经历的剧烈的社会变迁，其主要特点就是

王朝权力依托“国家走廊”自上而下地开展“国家化”整合过程，其地域及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形

成与宏大的“国家叙事”间有着内在因果关联；进而对前近代时期的“国家化”等内涵进行了若

干理论梳理与探讨。 

关键词：古苗疆走廊、国家化、内地化、汉族移民、华夷之辩 

 

所谓的“苗疆走廊”，指的是元明时期以后新开辟的横跨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连接湖广与

云南的一条古驿道。历史上，这条驿道不仅是元明时期以后中原王朝控扼西南边疆的重要国家走

廊，同时也直接促成了贵州建省，并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自二十

世纪 90年代以来，学界提出了“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等概念，对历史上中国西南交通

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等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与梳理，引起广泛的注目。然对明清时期曾

对西南地区政治、经济诸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连接云南与内地往来的 “东路”驿道，却缺乏应

有的关注。2012年初，笔者和贵州大学研究团队同仁经过多年论证后首次提出了“苗疆走廊”

概念，引起了学界同仁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1】【2】【3】【4】【5】

这一概念的提起，旨在聚焦和重新

审视以往长期被“边缘化”的贵州省的地域及民族社会，同时方法论上注重从地域空间视野打破

以往的行政区划的限制，将由古驿道勾连的沿线及周边地域视为互为关联的整体空间纳入研究视

野。因这一课题甫经提起，涉及面广，尚有待学者今后的广泛参与和探讨，故本文在此抛砖引玉，

对明清时期“苗疆走廊”开辟与西南地区“国家化”间的关系作若干展开与分析，并对前近代时

期“国家化”之理论内涵进行初步梳理。 

一、 

 

西南地区位于云贵高原及向东南丘陵的过渡地带，境内崇山峻岭，自古以来交通就一直成为

制约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间政治关系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因素。
2
元代统一云南后，开通

了多条入滇交通路线。其中，至元二十八年(1291)开通的连接湖广行省与云南的“辰沅普安东路”

成为此后西南边陲与内地交往的最重要的一条驿道。元代之所以要打通云南与湖广连接的这条新

                                                        
* 本文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 年第 3期。“苗疆走廊”原为“古苗疆走廊”。 
1
 作者为苗族，1962 年生，日本东京大学学术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博士后，现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教授、所长，贵州省人类学学会首任会长，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近代国家与民

族建构、族群认同、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等。 
2
 “西南”作为一个固有的地理名词，因不同历史时期或行政区划上的考虑，在范围上都有不同的界定，但无论

何种划分法，云南、贵州省都包含在其中。本文所涉及的“西南”，主要基于文化地理空间将过去主要是少数

民族分布的地区纳入其中，其范围包括现今云南、贵州全域以及相邻的湖南、四川、广西省区部分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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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是有其时代背景及现实原因的。首先，云南省在帝国疆域版图中控扼西南各国及边夷的战

略地位日显重要，受到中原王朝的高度重视，而便捷的交通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西南边陲，同时

对维系与周边国家“朝贡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其次，唐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东向和经济

中心南移，宋时即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说，至明代则“湖广熟 天下足”谚语流传天下，
【6】

过去只是连接蜀地与云南交通的旧有驿道显然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第三，原有驿道陆路迂

回险恶，水路湍急溺舟，是促使朝廷另辟蹊径的直接原因。新开通的连接湖广与云南的“东路”

驿道，不仅地势相对平缓，上下均可通行无阻，且较原有驿道缩短路程近两千余里。
[7]1

有明一代，

在云南与内地间的多条交通线路中有两条最为重要：一条是从现云南的昆明经曲靖、沾益、经现

贵州威宁、毕节、赤水抵四川的叙永、泸州的“西路”，另一条则为上述这条由昆明至常德的“东

路”。
【8】

这两条线路均需穿越此前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地域，但相比之下，“西路”至

泸州后仍需乘船沿长江下行，既有水急船溺之虞，且沿江上溯极为困难，而“东路”一线水陆两

路，上下均较平缓，故明代以后便成为连接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首选通道。
【9】(p218-219)2

 

明朝建立初期，因云南省的重要战略地位，王朝政权把驿道交通建设放在首位。明初洪武十

四（1381），明朝军队沿“辰沅至普安入滇东路”进军云南之际，就开始在沿线设堡守卫。
3
次

年在剿灭盘踞云南的梁王势力后即谕令归顺的乌撒、乌蒙等各部土司“随其疆界远近开筑道路，

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
4
 并在沿入滇驿道上陆续建立卫所。洪武十五年（1382），

朱元璋在派兵征讨云南的第二年设立了省级军事机构“贵州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四年（1391），

朱元璋又派遣官吏重修了湖广至云南的道路。
5
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以镇压思州、思南土

司叛乱为契机，析其地为八府、四州，正式建立了“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由此贵州正式建

省；这时，分布在贵州境内的卫所已有 18卫之多，其后随着新建及行政区域的变迁，共有 30卫、

140余所。伴随而来者，是大量汉民以军屯、民屯、商屯的形式移民西南，据统计，仅从明洪武

十九年至二十一年间，明王朝就组织了十余次向云南的大规模增兵活动，前后移入云南的官兵达

27 万人，加上从军眷属共有 80余万人。
[10]

而《滇粹》则载沐英进入云南之际，“携江南江西人

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其后又移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余万实滇，迁南京人民三十余万入滇
6
。贵

州建省前后约有 20余万军队，近百万军事移民驻守在东西两线的入滇道路上。
7
这些卫所除原属

湖广的五开及铜鼓卫外，都集中在驿道沿线。以下美国学者李中清所绘的明代西南地区卫所分布

图就清晰地反映出这一分布趋势
[11](p104)

。          

                                                        
1
 开辟湖广至云南的“东路”驿道的原因，史载：“（至元）二十七年四月，四川行省备右丞耶律秃满答儿言：

窃见乌蒙迤北土獠，水道险恶，覆坏船只。黎、雅站道，烟瘴生发，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本省南接云南

所管普安路见立马站，东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尝令总把孟皋，直抵云南、湖广两省立站。地界相视，得普

安路迤东罗殿、贵州、葛龙，俱系归附蛮夷，隶属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以达江陵路。观其山势少通，

道径平稳，又系出马去处，比之黎、雅、乌蒙驿路捷近两千里。（中略）中书参政剌真，参议哈答等具奏，且

乞遣使诣云南、湖广行省，详度可否，然后施行，奉圣旨准”。“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中略）照得二十七年

四川右丞耶律秃满答儿所言之事，并令撤里之都省钦依移咨各省施行”。 
2
 对于入滇各路的通行状况，明代商书《一统路程图记》载：“沅水无水大之阻，客货不时可往。川江水漫石没，

船不能上，水大极险。云南客货，西路川江下而东路元江上，但水大不往西矣。东路无水大之阻，西路川江快，

有放船之惊”。 
3
 (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二[Z]. 
4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 141[Z] 
5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 209[Z] 
6
 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略附后嗣十四世事略[Z]。 
7
 关于贵州卫所及屯军数量，因历史时期和统计方法不同而说法不一，有 24 卫、27 卫、30卫等说，军队连同眷

属数量也有从六、七十万人之说到百万人之说。参见古永续.元明清时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J].贵州民族研

究.2003(01).陈国安、史继忠.试论明代贵州卫所[J],贵州文史丛刊 1981,(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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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卫所主要集中在三条连接云南与内地的驿道上，即昆

明至成都的“清溪关道”（“建昌路”）；昆明至泸州的“西路”（“乌撒路”）；昆明至辰州、沅州

的“东路”。其中由湖广通云南的“东路”沿线呈现出密集的线状布局，所以这条驿道在有明一

代，亦称为“一线路”。“西路”与“东路”驿道在文献中亦有“官道”之称。因“西路”驿道因

需从泸州沿长江上游上下往来，受湍急江流的影响，故事实上人员往来，如官员上任或进京述职、

使臣朝觐、科举考试及经商等，大多选择“东路”驿道。然自云南曲靖至湖广辰州（沅陵）一线，

所经过之处皆多系土司辖地或“生苗地界”，故明代常将这条驿道称为“一线路”。值得注意的

是，此处所云之“一线路”，如“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所言，更多是因周边不同

的社会政治环境被赋予其意义的
[12](p325)

。 

从这一意义上看，可以说，“苗疆走廊”实系国家动用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犹如在“异域”

的丛林中开辟的一条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的空间，是左右整个西南边疆地区安危一条重要的

“国家走廊”。明王朝之所以设置贵州行省，目的就是为保障由湖广入滇的这条驿道的安全。如

此一国政府为一条交通线而建置一省级行政单位之举措，不仅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并且也因

此改变了中国西南地区地缘政治版图的格局，深刻地影响了沿线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
[12](p333)1

。笔者在此仅以西南地区的“国家化”进程与“苗疆走廊”之关系，提出一些观点，以待

方家指正。 

二、 

 

首先，就“苗疆走廊”与“改土归流”之关系而言，明代最早的“改土归流”地区始于洪武

元年(1368)的广西忻城土司
[13]

，而贵州也是最早实施“改土归流”且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而其范

围则基本是沿驿道沿线展开的。此前有关西南的“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的研究，学者们多

关注边疆与中原王朝间政治关系发展，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对少数民族社会带来的影响

等，然而对“改土归流”与保护驿道安全间的关系却甚少论及。明清时期，因长达千余公里的湘

黔滇通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明初在贵州地域内的“改土归流”，事实上主要目的就是为维

护这条驿道沿线安全与通畅。如在洪武十七年（1384）发生的 “奢香事件”，其起因与结局均与

驿道有关。其后洪武十八年（1385）废普定土府；
2
洪武二十二年（1389）废普安军民府，设普

                                                        
1
 如明人王士性对贵州建省与“东路”驿道间关系云：“西南万里滇中，滇自为一国，贵竹（贵州）线路，初本

为滇之门户，后乃开设为省者，非得已也”。 
2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 17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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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军民指挥使司；
1
洪武二十三年（1390）废都匀安抚司，设都匀卫；

2
永乐十一年（1413）废思

州、思南土司改设八府、四州，正式设置贵州行省
3
。万历年间，统治现贵州中部及北部已有八

百多年历史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阻塞官道四出杀掠。明王朝动用数省兵力于万历二十七年

（1600）将叛乱镇压下去，将其地析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上述“改土归流”，

其原因虽系土司举罪或叛乱所致，而所辖地区皆系驿道必经之地，“苗夷犷猂，作梗衢路”，一旦

发生叛乱，驿道阻断，即会危及整个西南边疆的安全。为保护这条通道的安全，朝廷一方面尽力

剪除“一线路”周边的土司势力，同时对无土司管辖的“生苗地界”则不断用兵镇压。据不完全

统计，元明清时期数百年间，“东路”驿道周边发生的战事达百余次以上，成为整个中华帝国的

疆域范围内兵燹战乱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以至在民间流传“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之说。

但总体上看，明代贵州建省以后，国家力量和汉族屯军、屯民及其文化的影响，仍局限在驿道沿

线周边地区。因周边土司及少数民族势力强大，一旦驿道受阻，便会危及整个西南边陲的安定，

故朝廷官员亦发出：“各省靡不四通八达，滇之受病，正以靠点一线耳”之感叹。
4
 

就贵州省而言，尽管有大量的汉族屯军、屯民进入，但整个有明一代，国家力量基本上只能

控制沿驿道沿线地区，形成一条狭长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线性空间。明代在贵州的“改土归流”，

其目的并非为扩展疆土而主要在于维持驿道之通畅。明代后期，沿线军户大量逃亡，驿道交通安

全愈显脆弱，但朝廷仍倾力保障这条道路的安全而倾力维护。如天启元年（1621）爆发的“奢安

之乱”，四川重庆、云南沾益、贵州安顺、普安、平坝、偏桥（施秉）、安南（晴隆）和湖广辰州

（沅陵）、沅州（芷江）等驿道沿线卫所，先后被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和水西土司安邦彦联手攻

占，贵州境内的滇黔通道彻底被断绝。贵州城（贵阳）城内四十万人至解围时仅存二百余人。
5
此

时，明王朝的统治已临近崩溃边缘，但朝廷仍将黔省叛乱与北方辽东战事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天

下有时急而人不得独缓，地重而人不得独轻者，最急莫如辽左（中略），其次莫如滇黔”
6
。至

崇祯三年（1630），历时九年时间方将叛乱最终镇压下去。崇祯十一年（1638年），地理学家徐霞

客游至贵州安顺、关岭一带，曾感叹道：“各州之地，俱半错卫屯，半沦苗孽，似非当时金瓯无

缺矣。三卫之西（指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为水西所苦。其东又诸苗杂据，唯中一通道行

耳” 
 
。

 [13](p278-279)
至清代，满洲统治者统一全国后，西南地区早期基本上处在藩王吴三桂的控制

之下。其后随着“三藩之乱”（1673-1681）的平定，康熙、雍正年间，王朝权力便展开大规模的

“改土归流”。同时对无土司管辖的今湘西、黔东南及黔西南的“生苗”地区，则直接付诸军事

手段“开辟苗疆”。这其中，对驿道交通安全的考量也成为促使清王朝展开上述措施的重要原因

之一。如雍正二年（1724），云贵总督鄂尔泰将时任镇远知府的方显招至曲靖，询问应否开辟“苗

疆”及方略时，方显力主开辟，其中一条主要的理由就是：“官民自黔之黔，自楚之黔、之粤，

皆迂道远行（中略）。苗又时出界外，剽掠内地商旅，尤以为苦”。
7
征服“苗疆”后，清朝政府

开通多条水陆交通线路，形成了以“苗疆走廊”为主线的交通网络体系。乾隆时期，由于贵州地

域内已普遍设立郡县，加上内地人口剧增，大量汉族“客民”开始以流民的形式迁入“苗疆”，

随着驿道沿线周边地区大量汉民的移入以及各民族社会汉化程度的加深，“一线路”之称亦不复

                                                        
1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 195[Z]. 
2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 205[Z]. 

3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 87[Z].  
4
 (明)熹宗天启实录·卷 30[Z].类似记载也屡见于《明实录》中。如神宗万历实录·卷 432、万历三十五年四月

条载：“云南孤悬天末，万里而遥，出入往来必由贵州。贵州在万山中，一线之路，蛮、峒、夷、獠出没其间，

宦辙旅装，时遭劫掠，虽使命邮筒，往往阻绝。其为行路之难久矣。万一有警，或扼吭而闭其息，则滇中声援

上下阻绝。” 
5
 (明)熹宗天启实录·卷 26[Z]. 
6
 (明)熹宗天启实录·卷 30[Z]. 
7
 (清)方显.平苗纪略[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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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然其作为西南地区交通大动脉的地位，直到今天依然不可替代。 

其次，从“苗疆走廊”对西南地区文化教育、城镇分布格局、经济市场等的影响看，中原王

朝权力在西南地区将政治、军事力量集中于驿道沿线之分布格局，其影响必然会在社会经济及文

化诸方面领域表现出来，并呈现出“国家化”影响下的整体性特征。此前在西南历史地理学、交

通史和地方史研究中，一些学者就从不同角度关注到这条“东路”驿道的重要性。如杨永福在对

西南古代交通变迁历史进行梳理过程中，认为元代开辟的由中庆(治今昆明)经贵州普安达黄平道

路的开通，奠定了明清西南地区交通格局的基础，在当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移民活动

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同时促进了相关地区经济的开发，其深度、广度均为前所未有，成为

这一时期滇川黔相连地区经济活动中活跃的部分，也奠定了明代贵州建省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西南边疆与中央关系的整合，加快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
[15](P19-20)1

李惟白从贵州民

族音乐特点与驿道的关系分析了贵州民族音乐与汉文化之间的联系；
[16]

史继忠、陈国安等分析了

驿道交通、卫所军屯对贵州建省的影响，认为明代以后位于西南腹地的贵州省的战略地位的提升，

与其处在控扼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与中国间的交通枢纽位置有关；
[17][18][19]

钟铁军通过对贵州省驿

道沿线“州卫同城”现象的分析，认为这其实是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

二为一，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 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
[20]

汤芸、张原等进而梳理了贵

州城镇的形成过程，认为贵州的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系中央王朝在西南边陲进行政治军事拓展的产

物,卫所城镇的生长和发育并不依赖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驿路通道的建设和早期国家

化的经营程度。因此,明代贵州的城市体系既不是市场等级体系的派生物,也较难用一套规范的行

政等级体系来辨别；
[21]

此外，“屯堡文化”研究专家孙兆霞教授则关注到国家政治、军事力量介

入下建构起来的“通道文化”对促进贵州民族关系“一体多元”格局形成带来深刻影响；
[22]

在国

外，美国经济史研究者李中清教授早在 1980 年代在就指出贵州正式建省，直接目的即是为了保

障这条“东路”交通干线的畅通，明代贵州省政区治所和军队卫所大多沿着这条交通线设置；
[23]

他在所著《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 1850》一书中，从经济史角度将西南边疆的形成

置于国家大一统格局视野下进行考察，详细探讨了驿道交通与贸易、人口与移民、粮食生产与土

地开垦、粮食分配与价格变动等问题。所探讨的内容与明清时期的驿道交通布局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其中他就云南、贵州“某些区域”粮食价格变动保持高度“同步性”的见解给人留下了深刻印

象，事实上指出了“苗疆走廊”对联动西南经济带来的影响。
[11](p250)2

。 

可以看到，上述成果从不同的侧面涉及到了驿道交通对西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多层

面的影响，也凸显出国家力量沿驿道交通对西南边疆地域及民族社会的全面渗透和影响。但这些

研究大多还局限在个别的“问题意识”的领域，缺乏从更广阔视野下的整体性把握与探讨。自“苗

疆走廊”概念提出以来，从以“驿道”连带起来的“空间”关系为切入点的相关研究初显端倪，

如田书清通过对明清时代贵州籍进士分布地的统计和考察，认为“苗疆走廊”与贵州教育的发展

关系重大，直接影响了明清进士的分布格局，八成以上的进士系沿“苗疆走廊”及其他三条线路

呈带状分布，走廊带进士人数的变化也决定了整个贵州进士变迁的大致走向，体现了在明清社会

主要交通驿道对沿途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
[24]

曹端波教授从宏观视野分析了开辟“苗

疆走廊”的背景，指出这条走廊是中国各民族长期互动及中国政治、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其形

成的原因具有多元性：如民族生态分布、西南贸易与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的发展、国家力量的

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等；认为这条走廊不仅是连接中国内地与西南的大通道，而且也

                                                        
1
 相关论述另见方铁.历代治边与云南的地缘政治关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9)、陆韧.明代

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3 辑[C],2006. 
2
 如李中清在分析云贵两省粮食价格变动联动性时指出：“我们可以设想有一条内在联系或表面上相关联的价格

纽带存在于两省之间，从云南西部的永昌一直延伸到贵州的铜仁，长达一千多公里。我们提出这些价格同步性

系数，目的是以其作为西南市场联系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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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25]

笔者也进而探讨了“贵州文化”主体性缺失与“苗疆走廊”间

的关系。
[26]

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突显出“苗疆走廊”所具有的丰富的学术内涵和研究价值。纵观

前近代时期中国疆域版图的变化过程，可以说，对西南边疆的政治经营及开发，是元明清时代构

建帝国边疆体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苗疆走廊”作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国家走廊”，其宏大

的“国家叙事”不仅在“中心与边缘”或“内地与边疆”等结构关系上有所表现，并且在地方性

叙事及一些局部领域：如城镇格局、城市空间布局、教育、商品流通与市场圈、集市贸易、农业

技术推广或新品种（如玉米、番薯等）传入等，都会带上了浓郁的“国家化”色彩，并且通过深

入的探讨与研究，也会更加深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一体多元”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形成的

过程。 

第三，从“苗疆走廊”对西南民族·族群社会文化及族群关系的影响看，贵州在建省前，

“西路”驿道穿越现今贵州西部及西北部，系芒部、水西等土司统辖的腹地；“东路”驿道千余

公里的漫长道路则分属川、滇、湖广三省。其所经地域由西向东，驿道一线以北分别为水西土司、

播州土司、思州、思南土司控制的地区，东段的辰州（沅陵）、沅州（芷江）以北腊尔山及周边

地区则是“红苗”等“生苗”盘踞地带；驿道一线以南地域除部分地区有土司管辖外，大部为“化

外之地”的“生苗地界”。自元代开通此路后，当地土司与少数民族就反抗不断，其中最为著名

的是元朝大德五年（1301）土官宋隆济为反抗朝廷征兵发动的叛乱，这次叛乱致使前往征讨八百

媳妇国的元军在八番顺元（今贵阳附近）一带溃散而不得不罢征。
1
明王朝建立后，“苗疆走廊”

沿线地区的各种叛乱和反抗一直持续不断，贯穿了整个明王朝统治时期。如洪武十一年(1378)，

在贵州东部爆发的“峒蛮”（现侗族）吴勉领导的叛乱，朝廷动用十万之众，历时八年方将其镇

压。在倾力镇压各民族社会的叛乱同时，王朝权力也采取各种措施保护驿道的安全，嘉靖年间

（1522-1566）在现湘西凤凰县一带修筑的边墙，即面向驿道呈 U 形结构延绵近二百公里，其目

的就是为防止现湘西及黔东北一带的“生苗”南下侵扰抢掠行商
[27](p336-347)

。明中期以后军户逃亡

严重，道路状况更为险恶，甚至出现卫所屯军与苗民勾结抢劫行商及“汉变苗”之现象。
2
“贵

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即苗即贼，不窥吾路，则窥吾城。”
3
因驿道所经之地尽可能选择的是平坦

易行之处，所以首当其冲起来反抗，并受到汉文化深刻影响的也是这些族群。如洪武年间镇压了

上述“峒蛮”吴勉的叛乱后，明王朝在今之黎平、锦屏等地设置开屯设卫，在镇远府与黎平府间

形成一条南北宽 40公里，东西长 60公里的汉民分布区，以“苗疆走廊”为界将侗族社会隔成南

北两部分，导致北部侗族社会受汉化程度深而与南部侗族在文化上呈现出明显的差距，形成了南

侗与北侗两个方言区。
[28]4

明代迁入贵州的汉族屯军及屯民，也经历了数百年的剧烈社会变迁过

程，除西部保留一部分“屯堡人”、“穿青人”外，东部镇远、偏桥（施秉）一带的屯军则选择

另一种生存战略，基本上融入到了当地的苗族中。据调查，现施秉一带屯军的后代还流传有许多

                                                        
1
 (清)乾隆，贵州通志·师旅考，卷 23[Z]。另见（元）招捕总录[Z],宋隆济条。 
2
 军户逃亡现象从洪武年间就见诸记载，其后更为严重。屯军“变苗”并联手劫掠驿道行商之事也屡见于文献。

如(明)世宗嘉靖实录·卷 87[Z]，嘉靖七年四月条载：“兵部覆贵州巡抚袁宗儒所条三事，一议处舍余以济军

数，谓贵州原额军士逃亡者多，宜将各卫所舍余，不拘疏远傍枝，但愿从军者，审果精壮即收伍，食粮以备操

练；一抽余丁以益军伍，谓军士生息日蕃，投苗助乱往往有之”。(明)熹宗天启实录·卷 9[Z]，天启元年九

月条载：“刑部右侍郎邹元标言，黔患不尽在苗，其为道路梗者，苗十之三耳，播弄尚有数端，一曰马店户，

凡自楚入黔者，必由沅州、晃州、清浪、平溪、镇远而上，由滇入楚者，必由平夷、亦资孔、普安州、安南、

新兴而下，辎重若干。马户店户尽在阿堵中，客未起程，线索先通，节节位置，未有能出其彀中者。出劫于道，

则有浙江、江西、川湖流离及市鱼盐瓜果为生者，撺入其中，久之化而为苗，苗倚为命，弄兵徂诈，多出其乎”。

(明)熹宗天启实录·卷 74[Z]，天启六年十二月条载：“先是黔之应卫所者，即有卫所，应营哨者，即有营哨，

故御苗有人，道途无梗。迨法弛而营哨无人。苗之出劫，率皆穷军为之前导，不惟苗毒民，而民亦化为苗矣”。 
3
 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一[Z]. 
4
 另笔者曾向龙耀宏教授等侗族学者请教过侗语南北方言分布区域等问题，他们均认可“东路”驿道是划分南北

方言基本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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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传承，其中就有“苗族打来了变苗人，汉族打来了变汉人”之说。清代初期，由于战乱和逃

亡，康熙二十四年（1685）贵州全省的在籍人口仅有万余人，但到乾隆晚期，全省人口徒增至

500余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口系以“流民”的方式迁来的汉族“客民”。
[29]

乾隆年间以后，贵州

全省除一些小土司外，基本全部改设为府州厅县制。在这种状况下，少数民族社会中普遍出现了

汉化现象。正如以下将讨论的那样，西南地区自清代中期以后由“国家化”向“内地化”急剧转

向过程中，各非汉族群社会依汉化程度的高低开始构建新的族群认同“边界”。甚至明代汉族移

民的后裔“屯堡人”、“南京人”、“穿青人”等也被后来的汉族归为“苗类”，饱受歧视。现今中

国有 73万“待识别民族”，其中 71万人分布于“苗疆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区，占全国总数的 96%

以上。
[30][31]1

由此可见，经历六百年沧桑巨变的“苗疆走廊”沿线，族群间的互动关系极为复杂，

城乡区别（如“穿青人”与“屯堡人”）、先来与后到（如明代移民与清代移民）、被视为“同一

民族”的内部差异（如苗族与东家、西家及革家等）、受汉化程度的高低（如侗族、布依族与苗

族等）等都会造就新的族际认同的“边界”，并进而影响到今天。 

 

三、 

 

自元代统一云南后，尤其是明清时代，西南边疆地区被纳入中华帝国体系的整合过程，其“国

家化”及“内地化”两者在这里交相重叠，而首当其冲者即“苗疆走廊”沿线周边的地域及民族

社会。从这一意义上看，“苗疆走廊”可谓为一条对西南国家整合影响至深的“国家走廊”。 

所谓的“国家化”，在前近代时期主要指的是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自上而下

地对边疆地区进行控制的“一体化”整合过程。2此前，学者对西南边疆地区纳入王朝体系过程

的研究多使用“内地化”这一概念。然而， “内地化”与“国家化”在内涵上虽有若干重叠，

但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近代时期的“国家化”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对边疆地区有意识的控制，

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推行的一整套政治军事经济措施、教育礼仪制度及文化行为，而“内地化”

则主要指的是边疆与内地在 “同质化”演绎过程中，基层社会自下而上地对王朝政治体系及意

识形态在心理认同上的趋同过程，而这往往与汉族移民的大规模流动有密切的关系。就“国家化”

之内涵而言，笔者认为，它主要包含了“王化”与“教化”这两个不同层面：“王化”主要指中

原王朝直接和间接统治的空间范围，构成了帝国模糊的政治空间及 “疆域”范围。而“教化”

则既是指文化边界，即以汉字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儒家的“礼”等伦理观为代表的汉文化，同时也

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要分布地的边界明晰的“内地”区域。在中华帝国政治次序向心式的差序结构

中，尽管政治或文化的“边界”时隐时显，模糊而流变，但这两条“边界”无疑是存在并且具有

各自不同的内涵。历史上中原王朝统治对边疆地区的整合，往往先是以“王化”确立其模糊的政

治“疆域”空间，再通过“教化”徐徐扩展其明晰的“版图”范围。换言之，由“天下观”彰显

出的传统“大一统”思想，其政治秩序与意识形态既建构在“文明”与“野蛮”对置的“华夷之

辨”基础上，但同时其疆域范围内又包容不同生态、不同文化的族群在内，形成了政治上“华·夷”

                                                        
1
 贵州省境内的“待识别民族”中大多相对集中在“苗疆走廊”沿线的两个区域，即西部主要分布于安顺、郎岱、

平坝至毕节一带，东部则分布在凯里、黄平、麻江、施秉等地，其背景及原因尚有待今后的调查研究。关于

1980 年代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和“待识别民族”的情况，另见严奇岩：《贵州未识别民族人口的分布特点

和历史成因》，《民办教育研究》2009 年第 2 期等。 
2
 现“国家化”概念大多用于近代国民国家的语境下，如“军队国家化”、“会计国家化”等等，对前近代“国家

化”的研究，仅有少数学者涉及，学理上大多也没有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清晰的界定。参见蒙爱军.国家化

进程中的水族传统宗族社会[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5).章毅.清代中前期浙南移民

的国家化与本地化——以石仓祠庙为中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牟发松.国家

对社会的顺应和社会的国家化——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J],社会科学,2010

年,(07).等。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8 

共生的“一体”与文化上和而不同的“多元”形态。所以说，“一体多元”本身就是传统中华帝

国统治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其关系可参见以下笔者草拟的示意图。 

 

从上图也可看到，在传统的，处在统一状态下的中华帝国的统辖地域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着

两条时有重叠但又不同的“边界”：“政治边界”也可称之为“外边界”，其边界线模糊而富有伸

缩性，形成了帝国广阔的“疆域”范围；相比之下，“文化边界”明晰而相对稳定，可称之为一

条“内边界”，这条“内边界”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族群关系上具有多重含义，它域内的“内

地”即是直接为帝国提供政治、军事、经济资源支持的“版图”范围1。每当中原王朝势力强盛

之时，往往通过武力征服、羁縻制度、朝贡关系等手段，可以把“外边界”范围扩展得很大，形

成“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的广阔空间；然而当中原王朝势力衰弱之时，则“外边界”范围

不断收缩，有时甚至退至“内边界”以内。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前，中华帝国及其文明

之所以数千年来延绵不绝，相当程度上正得益于这一极富于弹性的统治体系。 

回顾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自秦汉开辟“五尺道”、征服“西南夷”以来，中原王

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国家化”就一直在持续进行，除了时断时续的政治统属关系外，文化上的

“教化”也成为中原王朝输出“软实力”，实施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如唐代在成都设立的为南

诏贵族子弟就学的专门学校，元明清时期将土司子弟送入官学学习汉文及儒家思想的制度等。这

些由国家权力自上而下推进的“教化”措施，虽然在“华夷”畛域区分层面上尚有诸多限制（如

禁止土司子弟参与科举考试、禁止土官转任流官等），从而将土司最终排除于如同安德森在其《想

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言的王朝体系的“巡礼圈”外，但其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以“苗疆走

廊”周边地域为例，凡是土司统治的地区，在经过“改土归流”后，大多很快融入到内地的府、

州、县体制内，相比之下，一些“无君无长”的“生苗地界”，如黔东北、黔东南、黔西南等地，

王朝权力采用军事征服手段“开辟苗疆”后，反而还需要在一些地区重新设立小土司进行统治。

直到今天，贵州省的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及湖南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在明清时代均系“生苗”

分布地域。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土司制度”对促进西南地区的“国家化”进程所具有的积极作

用。以往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学者多强调“土司制度”之野蛮落后，并由此引申出“改土

归流”的必要性及进步意义，而对这一制度背后所隐含的间接“国家化”过程却未给予充分的关

注。 

在探讨西南边疆地区的“国家化”问题之际，最值得关注的是明代以后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

                                                        
1 “内边界”（internal boundary）一语现在国内学界中多用于气象、环境等自然科学领域。此前笔者与相关学者

就西南边疆问题的讨论中，曾使用“内地化边疆”一语阐述相关观点，对此青岛大学杜靖教授指出应与近期国

际学术界提出的“内边疆”或“内边界”（inner margins）概念对接，惜笔者学识浅陋，尚未看到相关著述内容，

故仅在此根据本文内容借用，特在此说明并鸣谢杜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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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使得“内”“外”两条边界开始在这一区域发生交织，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首先，汉

民的移入为王朝权力实施“改土归流”，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基础。而王

朝权力直接控制的重点也是在汉族军屯、民屯集中分布的驿道沿线地区并逐渐向四周扩散；其次，

官学、义学的设置和科举考试等，也成为自上而下地推行的“国家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这些最初大体上也是驿道线展开的
[24]1

。第三，依托驿道沿线推进的“国家化”进程，尤以贵州

省为明显。整个明代，汉族移民，以及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均主要沿东西两路驿道尤其是东

路的“一线路”沿线分布，并形成了贵州最初的城市群，而与之相应的市场圈的扩展及贸易往来，

在空间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带状分布格局。可以说，至少在清代中期内地汉民向西南大规模自发移

民以前，西南边疆地区纳入王朝国家体系的过程，主要是由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地进行推动的。大

量以组织方式移入的汉民进入西南地区，使得帝国的双重“华夷体系”结构的两条边界在此交汇

重叠，社会也由此进入了剧烈的动荡时期。因中原王朝主要经营重点放在云南，而贵州的设置主

要是为保障通往云南的这条“东路”驿道的安全为主要目的，移入的汉民主要分布在驿道沿线地

区。满清统一中国后，从康熙至雍正年间在西南展开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开辟苗疆”，

迎来了西南“国家化”的最高峰期。乾隆时期随着内地人口的猛烈增长，大量汉族移民以自由移

动的方式流入西南地区，人口构成也由“夷多汉少”变为“汉多夷少”，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变

化乾隆中期开始便开始了急剧的“内地化”进程。 

“内地化”一语最初系1970年代台湾学者在研究台湾汉族移民历史的过程中提出的概念。它

主要是指汉族移民台湾后，在文化和心理认同上与大陆内地趋同过程，从而使台湾完成由“化外

之地”向“中国”的转变，所以亦将“内地化”等同于“中国化”。
[32] 2

上述的 “国家化”概念

之所以不等同于“内地化”，主要在于国家力量对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整合并不能直

接导致“内地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传统王朝体系中，“版图”是对王朝统治范围的清

晰表述，而“疆域”则是“王化”理念的泛化表现。
[33]

支撑王朝政权经济基础的是其版图范围，

其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政治及经济资源上的付出往往远大于所获，对此李中清教授在他对西南

社会经济历史的卓越研究中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11](p34-58)

而历史上“疆域”向“版图”递变，又往

往与汉族移民——即受“王化”与“教化”思想的驯化，作为其观念的载体并为王朝政权纳税服

役的人群之移动有关。从这一意义上看，正是由于明清时代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才使西南边疆

地区真正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或“内地”范围，但这一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明清时期，云南与贵州虽被列入行省之列，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也处于王朝权力直接

或间接控制之下，然明王朝有关“中国”的表述中，显然指的是直接控制府、州、县及汉人分布

地区。而在国家组织下移入的汉族移民主要是沿驿道线分布，周边既有土司、熟苗，也有不服王

化的“生苗地界”分布其间，致使空间上中华帝国的多重“华夷”边界在此交汇重叠，情况极为

复杂。如明洪武年间朝廷在制定藩国朝贡礼仪之际，将云贵行省内的土司、土官与日本、朝鲜等

同列：“其蕃国使臣及土官朝贡皆如常朝仪”。
3
贵州黔东南、湖南湘西等“生苗地界”则被视

为“化外之地”，成为在周边行省包围下的边疆地区。到清代，在西南地区“内地化”推进过程

中，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可以说，有明一代，大量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移民是自上而下的“国家

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贵州“苗疆走廊”沿线一带，国家力量和汉文化在周边强大的土

司和少数民族势力压迫下，反而呈现逐渐萎缩之势。清朝统一中国后，康熙、雍正年间在西南地

                                                        
1
 以明清时期贵州省的科举考试为例，据田书清统计，从明正统四年（1439）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近 500 年

间，贵州籍的科举进士有 718人，这其中有 85%的进士来自驿道沿线的府、州、县，而大部又集中在“东路”

沿线地区，如果时期仅限于明代，这一趋势则应更为明显。 
2
 国内学界较早将“内地化”概念引入边疆民族研究的成果为杜常顺，“论清代青海东部地区的行政变革与地方

民族社会”，《民族研究》2011 年第 2 期）。文中对清朝政权在青海省“番汉交界”地区推行一系列行政建置、

教育措施以及汉族移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将青海民族地区纳入王朝体系的过程视为“内地化”。 
3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 23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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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普遍推行府、州（厅）、县之建置，为西南边

疆地区的“内地化”奠定了政治基础。  

对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过程的研究，目前尚论者寥寥，随着今后研究的推进，将具有十

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多样的内容。然笔者认为，西南地区的“内地化”与此前台湾学者所界

定的“内地化”，其内涵应有所不同。首先，云南、贵州本身就是中华帝国的行省之一，其“国

家化”在先，“内地化”紧随其后并交错展开。因迁移至此的汉族移民在心理上并不存在“中国

化”之认同障碍，“内地化”实质上是汉文化作为主流话语的构建和展开之过程、以及强势国家

权力和汉文化对周边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所导致的普遍同化现象。其次，西南地区的“内地化”

更多的是指来自少数民族社会对王朝政治体系和汉文化的认知及趋同现象和过程。在强大的外界

压力下，各非汉族群（少数民族）社会不仅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等深受影响，并且在强势族群

一侧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异族”镜像以及“华夷之辨”等结构性观念都会内化到他们群体意识

中，并在这一“他者”的坐标轴上“自下而上”地依照汉化程度的高低建构起新的族群边界和认

同，这就是笔者曾提出的“他者性”理论思考
1
。第三，“苗”作为中国南方、尤其西南地区少

数民族的泛称，“苗疆”作为中华帝国统治疆域中的最重要地缘政治概念之一，均滥觞于“苗疆

走廊”并扩展至周边地域；其流变过程与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国家化”和“内地化”进程有着重

要的内在关联。对此因篇幅所限，笔者将另行撰文阐述。 

 

四、 

 

在当今学术界，受法国年鉴学派和地理学的影响，学者们对于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及

其特质给予了不少关注。然而问题在于，过于强调地域、区域及民族社会的个性和多样性特征而

忽视强大中央集权政治下由国家力量带来的普遍性文化表征，亦使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

感。对此一些研究华南汉族社会的人类学者也曾提出过类似的疑问。
[34](p82)

回顾明清时代西南边

疆地区的地域及民族社会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到，如果脱离了宏大的“国家叙事”之框架，便无

法把握隐含在地方文化多样性背后的普遍性要素及整体性的因果关联。对此笔者拟提出以下几点

看法供方家指正： 

首先，元明清时代，是中国西南地区纳入中华帝国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以云南及贵州为中

心的西南边疆，经历了由“疆域”向“版图”，从“边疆”到“腹地”的巨大转变。自元代统一

云南直至明清时代，中华帝国双重“华夷”边界开始在此交汇，因此这一区域内的地域及民族社

会的历史文化变迁，其特点也主要表现为中原王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地从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边疆地区展开的一系列“国家化”整合过程；但“国家化”只是实现“内

地化”前提和基础，两者可交叉但并不等同。就云南与贵州而言，贵州因其处在保障云南安全的

附属地位，其“内地化”进程是在清朝中期以后大量汉族“客民”流入后才真正开始的。 

其次，因受西南地区复杂地理形势的影响，交通状况往往成为制约王朝权力统治力度强弱的

最重要因素。因此对交通驿道的研究，只停留在历史地理及交通史研究上远远不够。从这一意义

上说，“苗疆走廊”的开辟，因其将湖广内地与云南边疆牵一线以勾连，成为左右王朝权力在西

南边疆地区统治稳固最重要的一条通道，可谓为真正的“国家走廊”。它不仅对维护云南边疆地

                                                        
1
 清朝后期，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一些与汉族交往比较频繁的少数民族，如“仲家”（布依族）、“峒苗”（侗

族）等社会的群体意识中普遍出现了否认自身为“苗”的现象，笔者称之为“非苗化”现象。参见拙文《前近

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代“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 5 期。另有关族群建构中的“他者性”问题，参见拙文，“从‘苗’到‘苗族’——兼论近代民族集团

形成的‘他者性’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6 期、“From Miao to Miaozu-- Alterity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Ethnic Groups”，Vol. 10, HMONG STUDIES JOURNAL, Published at Dec. 2009,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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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政治稳定和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交流有重要作用，也直接促成了贵州的建省，并对其

所经区域内的民族关系、民族/族群文化、城镇群落及经济圈等均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今

后应从多学科视野对“苗疆走廊”沿线展开深入调查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样做，既可从国家整合

的高度认识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有利于加深理

解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现状及形成机制，有利于构建基于地域空间的文化整

体认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鲜活的案例及理论支撑。此外，把“苗疆走廊”周边地域的多

样性文化置于一个在因果链条串联起来的整体空间维度下重新审视，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研

究价值，在现实应用方面也可为西南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及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新的视野和契机。 

第三，历史上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此前多被排除在边疆学研究领域外，某种程度上

也限制了学者的视野。事实上，贵州省内的诸多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域，直到清朝早期仍然处在既

无国家统治力量进入，亦无土司管辖的“化外之地”，形成了在周边内地包围下的一块块“内地

化边疆”。如民国年间编写的《清史稿》中依然把贵州东部与湖南湘西交界的“苗疆”地区纳入

到“中国边防”范围内。
1
 “苗疆走廊”的开辟对西南地区纳入中国疆域版图的过程既有着重要

作用，同时其域内“边疆”与“内地”曾长期交错共存的现象，对从动态角度把握中国疆域版图

变迁的空间关系及过程，拓展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视野也将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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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重返“苗疆走廊”  

——西南地域、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域1 

 

杨志强2 

 

内容提要：元明时期新开辟的从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东路”驿道，不仅是维系内地与西南边

陲往来的主要交通命脉，并且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本文首次提

出了“苗疆走廊”这一概念，初步探讨了这条走廊对贵州省的建省、明清时代“苗疆”地区的“国

家化”过程以及民族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并对“苗疆走廊”的地域及族群文化的特点等进行了

初步的整理和分析。就今后推进“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可能性问题也提

出了初步的看法。 

关键词： 苗疆走廊  贵州建省  国家化  文化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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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初刊载于《三苗网》，其后以联署形式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 2 期。 
2 作者为苗族，日本东京大学学术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 


